
1

三线建设企业选址的变迁与博弈研究

——以四川三家工厂为例
*1

张勇 肖彦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三线建设企业的选址关系重大。以四川彭县的三家工厂为例，可以发现，三线企业在选址时基本遵循

了“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仅个别企业有局部的微调。作为选址博弈的两大主体，中央部门和三线企业采用

了不同的行动策略，各自的关注重点也不一样。三线企业的职工为变更厂址所采取的各种行动，对选址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但在该时期，作为被管理者的三线企业并无自主权，而中央部门在选址问题上拥有决定权，地方政府起着

协调、辅助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三者的关系与作用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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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1964 年起在中西部地区进行的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经济建设。它横贯三个五年计划，

投入 2000 多亿元巨资，先后安排大中型建设项目 1100 多个，建成了近 2000 家大中型骨干企业。
［1］

近 30 年来，学术界对三线建

设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①2
对于三线建设所形成的这类数量庞大的企业，目前学术界的研

究或关注其发展历程，或探讨其经济调整，或论述其社会生活，对三线建设企业选址与布局的研究却较为少见，仅林凌、段伟、

王毅等学者进行过专门探讨。林凌、李树桂从经济学的生产布局角度，主要论述了三线建设的总体布局、三线生产布局的基本

特征、三线生产布局的作用影响、经验教训等问题；
［2］

段伟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先后研究了甘肃天水市三线企业和安徽宁国县

小三线企业整体的分布与选址问题；
［3］

王毅同样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别探讨了重庆三线军工企业和化工企业的发展与布局问

题。
［4］

上述学者对三线建设企业布局的研究，都是从宏观视角入手分析全国或某一地区三线企业整体的布局情况，并未从个案研

究的角度出发探讨三线企业具体的选址问题。三线建设企业的选址事关国防安全和企业发展，对职工的社会生活也有很大影响。

因此，针对目前学界在此研究领域的阙如状况，本文拟在探讨三线企业的选址原则和部分企业厂址变更的基础上，以四川彭县(现

称彭州)的三家三线工厂为例，深入分析三厂厂址的地理环境、选址的变化、博弈过程及行动策略，并进一步剖析博弈各方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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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点、相互关系以及在选址中的作用。
①3

一、三线企业的选址原则与部分企业的厂址变更

目前，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三线建设的首要原因是基于国防战备的考虑。1960 年代中期中国周边的国际关

系紧张，面临着来自美国、苏联等多方面的军事压力、战争挑衅和侵略威胁。在东面和南面，美国的军事势力建立了数十个军

事基地，对中国形成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在北部和西部，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屯集重兵，出现了空前

的紧张局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以及对苏联卫国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决定进行大规模的后方工

业建设。除此之外，改变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反修防修”的考虑、优先发展重工业指导思想的影响也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原

因。
②4
在这些原因中，备战无疑是国家实施三线建设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动因。

基于战备的考虑，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三线企业在布局和选址时需要遵循的原则———“靠

山、分散、隐蔽”。“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最早是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1964 年 1 月 31 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

专门委员会在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报告时提出，为了国防安全，应该尽快调整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布局，根据“靠山、分散、

隐蔽”的方针，建设后方基地。
［5］

164 这个方针，起初只是针对核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要求，但后来却成为了大多数工业布局和选

址的原则。1964 年 7 月 1 日，周恩来接见越南国家计委副主任阮昆，谈到建设经验时说，工业布局问题，从战争观点看，要设

想一、二、三线，不但要摆在平原，也要摆在丘陵地区、山区和后方。工业太集中了，发生战争就不利，分散就比较好。
［6］

可见

已经把六字方针扩大到整个工业布局了。8月 19 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今后，一切新

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5］72

邓小平代表中央向全国批

发了这个重要文件。

至此，六字方针成为了三线企业普遍要贯彻的原则，从中央各部委到地方进行三线建设都会重点强调此原则。例如，1964

年 11 月，中央西北局在转发第一批搬迁西北地区的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名单时专门强调，所有搬迁项目和新建项目和建设，都必

须切实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和专业化协作的原则。［
5］109

1965 年 4 月，时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的赵尔陆，写出关

于三线建设布局、厂址选择、工程施工和设计的三个文件上报中央。文件提出，三线建设企业的布局和选址，必须认真贯彻“靠

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其中关键是分散，分散是最大的隐蔽。为此，要缩小建设规模，多布点，不搞综合性大厂，执

行中、小、专原则；离开城市、平原，星罗棋布分散布置，进山沟；小而专，以产品为对象搞专业化小厂，地区成套。中央正

式批转该文件，并指出文件很有参考价值，要求引起各方注意。
［7］

此后，各工业行业的三线建设都在按照这些原则执行。对于国

防工业，在选址时甚至有进洞的要求。早在 1964 年 8 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就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

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
［5］164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 年 10月中央工作会议林彪的讲话中，

“靠山、分散、隐蔽”被直接改为了“靠山、分散、进洞”(简称山、散、洞)，并从此见诸中央文件。在选择厂址时，有些部

门曾就这两种有所差异的选址方针产生过激烈的争论。
［8］

三线建设是在加紧备战的情况下进行的，时间要求很急。在基建程序上，为了抓紧时间，许多项目没有严格按照基建程序

办事，未进行资源、环境、产品的调查和论证定型就匆忙动工，采取“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
③5
这种“三边”方式

3①陈超以其中一厂为考察对象撰写博士论文，探讨了车间生产组长对工人的日常控制问题，这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工厂内部进

行的研究，并未涉及选址问题，也未探讨企业与中央、地方之间的关系。参见 CHENChao，

GroupGovernanceinAThirdLineEnterprise，NUSPhdDissertation，2015．
4②参见何郝炬、向嘉贵主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年，第 3—6 页；李彩华:《三线建设研

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4—24 页；董宝训:《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相关因素的历史透析》，《山东大学学报(哲社

版)》2001 年第 1期；黄荣华:《三线建设原因再探》，《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 年第 2期。
5③“三边”方式，另一种说法是“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这两种说法分别参见林凌、李树桂主编:《中国三线生产布局问

题研究》，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年，第 13 页；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3

没有可行性研究，片面强调“快、省”，追求工程进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些工程只好中途下马，另一些企业则因厂址有问

题而另选他处。例如，陕西省有 368 个项目分散在 48 个县境内，其中有 40 多个项目由于选在地质条件很差、环境十分恶劣的

山区，在建设过程中被迫弃点另建。
［9］

除了被动另选厂址重建外，还有一些企业主动提出变更厂址，建在他处。例如，位于四川

省彭县湔江边的三家三线企业在建厂之初，就要求重选厂址，它们因为厂址问题而经历了近 4 年的波折，其中一家企业更是两

易其址。

那么，这些三线建设企业的厂址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之中?是否严格遵循了“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这些

企业为何要求变更厂址?各方为厂址问题进行了怎样的博弈?选址博弈中各方关注的重点分别是什么?它们在选址过程中各自发

挥着怎样的作用?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笔者选择四川彭县的这三家企业作为考察对象，根据有关地方志、

厂志、回忆录和档案文献等资料，在实地考察和对当事人进行口述访谈的基础上，
①6
对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二、彭县三厂的初步选址情况

1964 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后，国务院会同有关部门对建设目标、总体布局、计划实施等作出了

一系列的安排和部署。四川省是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四川各地成立了相应的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国务院有关各部也在四川

设立各自的指挥机构，负责本系统在西南三线的组织领导工作。
［5］141

第八机械工业部(简称八机部)
②7
从 1965 年开始，在四川的涪

陵、彭县、成都和贵州的贵阳、息烽、遵义等地布局建设 10 多家大三线工厂，生产柴油机及配套产品。
［10］143

八机部与中共中央

西南局、四川省委商定，在四川彭县地区建设三个专业性工厂———锦江农业机械厂(简称锦江厂)、岷江齿轮箱厂(简称岷齿厂)、

湔江农业机械厂(简称湔江厂)。
［11］6［12］12

正如后来湔江厂的初步设计说明书所说，“部党委决定在四川省建立一个锻造厂，为附近

新建立的岷江齿轮厂、锦江农业机械厂生产所需的锻造毛坯件供应”，
［13］1

它们之间是协作配套关系。这三个厂(合称“三江厂”)

分别由上海柴油机厂、杭州齿轮箱厂、无锡柴油机厂包建。
③8

八机部作出在彭县兴建“三江厂”的决定后不久，便开始了具体的选址工作。1966 年 3 月，八机部办公室主任刘昂、基建

司司长邢安民到四川和时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程子华、阎秀峰等商议，为三厂选定厂址。其后，刘、邢二人率领上

柴、杭齿、锡柴和八机部第一设计院的代表，驱车深入彭县北部的白水河地区考察，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选定

了“三江厂”的厂址:锦江厂在响水洞，岷齿厂在胥家沟，湔江厂在连盖坪。
［12］14

“三江厂”所选的厂址都位于彭县北部的山区。彭县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地处成都平原与盆周西北龙门山地的过渡地带。

彭县大体以谭家场、关口、万年场、红岩场一线为界，以北为“龙门山山地区”，以南属“成都平原区”。
［14］

关口(现称丹景山镇)

地处山口，是许多河流的交汇处，其中一条河名为湔江。沿湔江北上，经新兴、通济、复兴(小鱼洞)等地，约 28 公里便至大宝

镇。(参见地图 1)大宝镇(现称龙门山镇)地当湔江上游沙金河与湔江支流白水河的会合处，故一般多称其为白水河(场)。
④9
沙金

河从银厂沟流出，“三江厂”依次坐落在沙金河北岸的响水洞、胥家沟、连盖坪等地。(参见地图 2)

2003 年，第 430 页。

6①笔者先后于 2014 年 7 月、2016 年 7 月到四川彭州、新都等地进行了田野调查。

7②原名农业机械部，1965 年更名为第八机械工业部，1970 年 6 月八机部与一机部合并为新的一机部。

8③三线建设时，采取老厂对口包建新厂的方式，从老厂抽调人员、设备支援新厂建设，并且从设计、施工到生产，一包到底。

9④因此，白水河既是河流名，也是场镇名，参见《彭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06 页。1963 年设大宝镇，1975 年

撤销镇的建制。同时，大宝(白水河)也是大宝公社的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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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工厂的厂址相隔不远，但地理条件有所差异。锦江厂最初所选的厂址位于进山最深的响水洞。四周地形复杂，三面为

高山，一面临河，有职工形容“整个厂址好似一个高靠背的大沙发”，
［15］27

仅有一条乡间公路通向外面。当时计划以整个山体为

厂址，1966 年的设计图纸显示，从公路边海拔高度为 1231 米的工厂食堂到海拔 1347 米的工具车间，高低落差达 116 米，坡度

达 23—25 度。
［11］6－8

该地气候潮湿，常年云雾缭绕，对产品生产影响极大。岷齿厂所在的胥家沟属大宝公社三大队十生产小队地

界。厂区建于沙金河河滩边的小块平地上，平均海拔 1123 米。该厂背依大山，河对岸也是群山。生活区则建在离厂区 300 多米

的一个“沙发式的山坳里”。
［10］146

湔江厂位于连盖坪下，离大宝镇最近，仅 3 公里。该厂址原属彭县钾肥厂旧址，海拔约 1075

米。北靠山坡，南临沙金河，厂房分布在比较平缓的坡地上。
［12］4

该块平地约近 60 亩，在该厂职工看来它是大山沟里“一块难得

的宝地”。
［10］145

从地理条件来看，湔江厂的位置、地形相对较好，岷齿厂次之，锦江厂在三个厂址中条件最差。(参见地图 2)

从厂址的位置与环境来看，彭县三厂都遵循了“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根据企业的产品关系，这三个配套协作

工厂原本可合成一个厂，却兴建为三个工厂，遵循的便是“分散”原则；三厂最初的厂址分别位于沙金河畔的响水洞、胥家沟、

连盖坪，皆处在大山深处，又符合“靠山”和“隐蔽”原则。虽然这样的厂址符合了战备的要求，但企业作为一个生产组织，

更为关注产品生产和企业发展，它们希望寻找更适合生产和生活的厂址。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江厂”的厂址都不尽如人意，尤

其是锦江厂的厂址条件最差。因此，锦江厂职工迟迟没有动工，并将意见反映到八机部，由此掀开了“三江厂”为变更厂址而

进行博弈的序幕。

三、彭县三厂变更厂址的博弈过程

从 1966 年下半年开始，彭县“三江厂”为了厂址的选择和变更问题，与中央部门、地方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人员进行多次

交涉，并采取各种行动，各方围绕此问题展开了多次博弈，最终形成了锦江厂迁至关口，湔江厂、岷齿厂维持原址的结局。下

面将综合运用各种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复原“三江厂”变更厂址的博弈过程。

在锦江厂向八机部反映问题后不久的 1966 年 10 月 15 日，八机部副部长杨立功到彭县为三个厂厂址最后定点、破土。他实

地考察，专访了响水洞附近，认为响水洞建厂条件太差。在当晚的“三江建设指挥部”会议上，他否定了锦江厂的响水洞厂址，

同意锦江厂不出关口另选厂址，三个厂也不能相距太远。
［10］146［11］

6 湔江厂、岷齿厂的厂址当时就确定下来仍在原处，并率先破

土动工，抓紧搞“三通一平”的建设。
［11］14

随后不久，锦江厂新选的厂址确定在小鱼洞的梅子岭沟。
［11］212

小鱼洞(又名复兴)位于彭县西北 35 公里的湔江边，是一块方圆五六平方公里的开阔地带，有公路和小铁路通往外界。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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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离小鱼洞约 5 公里，由山岭、山沟和台地组成，仅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平坡地，比开阔的小鱼洞更符合选址的六字方针。(参

见地图 1)虽然梅子岭沟海拔低于响水洞，但气候依然潮湿，云雾缭绕。锦江厂新厂址四面环山，位于梅子岭沟一侧长 1公里、

宽 0．5公里的四个小平台和斜坡上。
①10
该处自然条件和岷齿厂差不多，在锦江厂人看来仍不适宜建厂。

当锦江厂厂址选在小鱼洞梅子岭后，其他两厂受锦江厂更改厂址和“文革”运动的影响，要求变更厂址，而锦江厂仍不满

意梅子岭厂址，要求重新选址。三厂为厂址问题与中央部门、地方政府的博弈逐渐展开。以 1968 年 6 月八机部“北京会议”为

界，选址梅子岭沟后的博弈过程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 1966 年 12 月开始，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浪潮下，“三江厂”职工对于各自的厂址越来越有意见，并通过“造反”、“上

访”等方式要求重新选址。当月，湔江厂成立了红旗兵团，召开现场职工大会，“广大干部和工人认为，一个铸锻毛坯配件厂建

在交通极不方便、自然环境条件差，而且原材料必须从 100 公里以致上千公里的外地运至深山沟，加工成毛坯又运出去很不方

便，经济效益差”，大部分干部、工人“一致主张向部里反映，请求部领导变换厂址”。后来，他们以湔江厂赴川筹小组的名义

向八机部做了书面报告，并“选派代表进京向部领导陈述厂址上存在的问题”。岷齿厂也多次派人进京向部里反映问题，要求重

新选址。1967 年 5 月，八机部在成都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三线建设会议，会上湔江、岷齿两厂作了措辞激烈的发言，但均

遭到八机部领导拒绝。
［12］16

锦江厂选址小渔洞的梅子岭后，就开始进行“三通一平”的基础建设，但隶属于八机部的洛阳设计院与工厂指挥部、筹建

职工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设计院与指挥部存在思想观念上的尖锐冲突，工厂职工也不同意设计院的方案。为此，1967 年 5 月，

锦江厂职工专门成立了一个群众“造反”组织———“审查工厂设计革命委员会”(简称“审委会”)，反对设计院的总图和设

计方案，要求设计院从保证产品质量、方便生产和职工生活方面更改其设计。双方的纷争逐步白热化，造成建筑施工队伍迟迟

不能进场施工，并使得梅子岭的大规模投资中断。1967 年 10月，在梅子岭现场的锦江厂职工和“审委会”成员，经过两天的讨

论，达成一项共识———梅子岭厂址不适合建厂，并派代表分别到成都找四川“省革筹”、到北京找八机部反映意见。当年 12

月，作为包建锦江厂的上柴厂也派代表团到梅子岭支持现场职工要求重选厂址的行动。
［15］28－29

根据锦江厂反映的问题，1967 年 11月，八机部军管会派陈国华等五人专家组来梅子岭现场考察。在听取汇报并参观现场后，

专家组支持否定梅子岭厂址的意见，并要求锦江厂执行“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在关口以内寻找新址。他们还会同锦江

厂“审委会”成员和职工代表到小鱼洞平坝、桂花、庆兴、关口进行踏勘。1968 年 1 月下旬，八机部军管会表态同意锦江厂厂

址从梅子岭调整到小鱼洞平坝，但遭到四川“省革筹”生产指挥部选址人员的反对，国家建委也不同意，为此拖了几个月。［15］

28－29其间，八机部又派李维先、王沛杰两位干部到四川调查“三江厂”建设问题。
［16］16

1967 年底，湔江、岷齿两厂的建设因为厂址问题和“文革”武斗升级全面停顿下来，职工纷纷返回老厂。1968 年初锦江厂

调整梅子岭厂址的消息震动了两厂，一些职工又组织起来向部里反映厂址问题。
［10］147

1968 年初到 1968 年 6 月期间，湔、岷两厂

仍在反映问题，要求重新选址，而锦江厂则在催促和等待八机部早日下文确定新址。

针对厂址问题，“三江厂”的主管部门———八机部一方面派人前往四川现场考察，听取意见；另一方面则向国务院领导汇

报，获得了总理、副总理的指示。在此基础上，八机部于 1968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了彭县三厂和包建厂的座谈会，对厂址问题“定

了调子”。八机部军管会主任周特夫表态，根据李富春副总理“三线厂已经动工的，一般厂址不动；没有动工的可以适当考虑”

的指示，锦江厂没有动工，可以考虑调整；湔江、岷江已经动工，厂址原则是不动。
［16］22－23

他的讲话明确了彭县三厂厂址问题的

处理结论。

10①参见尹长耕:《先行者的足迹———锦江厂数易其址的回忆》，锦江厂退管站编:《锦江岁月》(第一册)(未刊)，2006 年，第

28页；倪同正:《锦江厂，一个三线企业的传说》，《国家人文历史》2014 年第 18 期；《锦江油泵油嘴厂厂志》(未刊)，1986 年，

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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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 6 月八机部“北京会议”后，“三江厂”的厂址问题几成定局。锦江厂的新厂址继续勘察并得以初步确定。1968 年 9

月，八机部再派李维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四川进行重新选址。工作组和四川省、彭县“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四机部代表以及锦

江厂职工等 70 余名人员，在彭县范围内的万年、红岩、军屯、庆兴、桂花、关口等地踏勘选址，“一致对关口比较满意”。
［11］8

后来，工作组和四川“省革委”共同研究决定，将锦江厂新址定在关口原砖瓦厂。关口新厂址出山口数公里，属龙门山地和成

都平原的过渡地带。厂区背靠山麓，面对平川，距彭县县城仅 13 公里，地理条件远好于此前诸厂址。(参见地图 1)

但到 1968 年 12 月，锦江厂的新厂址又生波折。关口砖瓦厂附近有另一家三线企业中和厂，其主管部门四机部以工厂保密

性为由，不同意锦江厂迁至关口。为此，锦江厂多次派人到成都找四川“省革委”和到北京找八机部反映问题。四川省表示“很

为难”，让锦江厂代表“到北京去找八机部与四机部重新统一意见”。当锦江厂职工到北京向八机部和四机部反映厂址矛盾时，

八机部、四机部、计委、建委等中央各部委以及四川省却难以统一意见。
［15］30

最后，直到国务院副总理做出批示，才交由八机部

和四川省定夺、办理。
［11］9

经过八机部和四川省的商定，1969 年四川“省革委”下文定锦江厂厂址在彭县砖瓦厂，1970 年初八机

部正式下达(70)八机军建字 044 号文件确认该厂址。
［11］212

1968 年 6 月八机部“北京会议”后，湔江、岷齿两厂仍有职工要求更改厂址。但随着 1968 年 12 月军管会的进厂，两厂职

工的行动日趋式微。出于稳定的考虑，一方面军管会主张维持原厂址，其间八机部曾下达湔江厂缓建的文件，但该厂军管会派

代表前往北京和八机部交涉，最后维持原址，继续建厂。另一方面，军管会抓紧恢复建设，他们派人到无锡将跑回无锡的湔江

厂支内职工“弄回来”，“以破坏三线建设的罪名加以批判”。在此高压之下，湔江、岷齿再没人敢言厂址之事，两厂的建设得以

全面展开。
［10］148

至此，从 1966 年到 1970 年初，历时近 4年，“三江厂”为变更厂址所采取的行动结束，各方之间的博弈也基本

落下了帷幕。
①11

四、选址博弈中各方的行动策略

“三江厂”的选址问题牵涉到国家(中央)、地方、企业等三方。在国家层面上，八机部是主管“三江厂”的中央部门，同

时四机部、计委、建委等部委，甚至国务院领导也参与其中；在地方层面，主要涉及四川省、彭县两级地方政府(或“革委会”)；

在企业层面，除了三家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外，各自的包建厂也有所参与。在博弈过程中，博弈的主体双方是中央部委八机部和

三线企业“三江厂”，所以下面简要分析双方为选址问题各自所采取的行动策略或博弈方式。

作为部属的三线企业，“三江厂”就厂址问题和主管部门八机部博弈时，采取了拖延、“上访”、“造反”等多种行动方式。

拖延，即这些工厂在对厂址有意见时，并未按计划进行动工、建设，而是设法使工厂的建设拖后甚至停滞。其中，最明显的是

锦江厂。锦江厂搬迁到小鱼洞的梅子岭后，仅搞了“三通一平”的基础建设，却没有进一步进行车间厂房的修建，这就意味它

并未正式动工。工厂职工还成立“审委会”以反对设计院，造成建筑施工队伍迟迟不能进场施工，并使得梅子岭的大规模投资

中断。湔、岷两厂也曾因职工反对厂址，导致基建全面停顿下来。拖延策略给职工“上访”争取了时间，也为改换厂址保留了

一定的余地。锦江厂一直没有破土动工，这在后来成为了中央部委作出锦江厂可以重新选址决定的重要依据。湔、岷两厂虽也

延缓了建设步伐，但却是在动工之后，前期已有较大投资，中央部委据此理由维持其原址。

“上访”，即向主管部门和属地政府反映问题，表达意见。这是“三江厂”采取的最主要的行动方式之一。锦江厂在“上访”

前，工厂职工“仔细分工，搜集资料，包括地貌、地质、水文、气象等，还购置了自动温度测绘仪日夜监测并做好记录”。
［17］

他

们将搜集来的材料整理好，数次进京向八机部反映问题，还派人到成都向四川省汇报。除了正常的渠道外，他们还寻找各种机

会进行问题的反映，希望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同意。据锦江厂职工回忆，当年借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技校学生的契机，分

配到该厂的一名技校生在其他职工的授意下，向总理反映了厂址不合理的问题。
［18］

湔、岷两厂也多次派人向八机部和四川省表

11①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在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背景下，许多三线企业都进行了调整搬迁。湔江厂搬迁至德阳，岷齿厂并入川

齿厂迁到双流，锦江厂则在新都建起了分厂。该时期三线企业与中央部门、地方政府之间仍存在博弈，但这是后话，本文不作

专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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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意见。

此外，“三江厂”尤其是锦江厂还采取了其他一些颇具策略性的行动。一是利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特殊政治氛围，成立

名义上的“造反派”组织(如红旗兵团、“审委会”)，以反对现厂址。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即使是上级领导，对造反组织也是颇

为忌惮，不敢随意阻挠。
②12

二是团结工厂各种力量。锦江厂除了普通职工外，一些厂领导也在暗中支持重选厂址的行动，包建

厂上柴厂还派人前来进行支持。三是“站好队”。在 1968 年“北京会议”前不久，锦江厂得知该厂厂址暂时未定，而湔、岷两

厂厂址不能改动，因而锦江厂刻意将自己与两厂区分开来，“努力不使自己和湔、岷两厂搅到一起，耐心等待时机”。
［16］22

可见，三线企业的职工为变更厂址所采取的各种行动策略，对最终的选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他们频繁“上访”

反映问题，引起了中央部门及领导的重视。另一方面，通过拖延、“造反”等方式，争取了时间，为改换厂址保留了一定的余地。

当然，在选址问题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还是中央主管部门。

作为主管部门，八机部在“三江厂”选址问题上，采用的是政府部门的一般性处理策略:向下听取意见、向上请示、同级交

涉。向下，八机部在接收“三江厂”更改厂址的汇报文件和听取进京职工意见的同时，还派人到四川彭县工厂现场考察，听取

意见。八机部曾先后派陈国华、李维先等工作组到彭县，目的在于掌握厂址的具体情况，摸清职工的基本想法，作为解决厂址

问题的参考。向上，对于三线企业悬而未决的选址问题，八机部领导通过向国务院领导汇报的方式，以请求指示。正如八机部

军管会主任周特夫所说:“每次到富春总理那里去都要谈三线建设问题”，“今年一月份你们来时我就去请示了一次”。他得到了

李富春副总理“三线厂已经动工的，一般厂址不动；没有动工的可以适当考虑”的指示，并据此作出了“三江厂”厂址问题的

处理决定。
［16］22－23

就厂址问题，八机部还需要与地方政府和其他部门进行沟通交涉。在计划经济的条块分割体制和三线建设的特

殊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于中央企业的选址与建设仅起协调、配合作用，八机部在选址时虽也会邀请四川省和彭县地方政府人员

提供参考意见，但决定权通常在部里。当涉及其他部委的企业时，八机部还与四机部等其他中央部门进行交涉，以统一意见。

在交涉中，有时也会出现政府部门之间的通病———协调不畅。据锦江厂职工回忆，针对锦江厂搬迁到关口问题，北京的中央

各部门协调不畅，“四机部把球踢到总参说是总参反对，我们找总参，总参推到国家计委，计委转到国家建委，建委又把矛盾交

回到我们部(八机部)”。
［15］30

当意见无法统一时，这些部门便会向上反映，寻求更高层领导的决断。因此，八机部是在一定程度

上参考了“三江厂”和地方政府的意见，以最高层领导的指示为决策依据，作出了三厂厂址的最终决定。

通常情况下，下属企业都会遵照上级主管部门的决议执行，但如果企业职工仍存在异议并有过激行动，国家有关部门就会

采取其他一些方式解决问题。例如，在“三江厂”因厂址“造反”和文革冲突升级造成建设停顿时，中央部门、地方政府便与

部队协商，派军管会进厂，以消除异议，维持工厂局势的稳定和建设的开展。

五、结论

在三线建设时期，三线企业的选址关系重大，为此国家制定了相应的选址原则予以指导，中央、地方、企业都参与到选址

活动中来。通过对四川三家三线工厂选址及博弈的考察，可以看出三线建设选址原则执行的具体情况、博弈双方对选址问题的

关注重点、中央—地方—企业三者的关系及作用。

“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是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关于三线企业选址和布局的基本原则。在三线建设时期，从中央部门

到地方政府都在竭力贯彻这一原则。在本文的案例中，四川彭县的“三江厂”，就是八机部和相关人员根据“靠山、分散、隐蔽”

的方针选择了沙金河畔的三处厂址，在工厂设计等文件中也对该方针加以强调。
［13］7

即使后来为锦江厂重新选址，也会首先考虑

这一原则。例如，锦江厂第二次的厂址小鱼洞梅子岭沟，仍旧选在四面环山的山区之中，符合选址的六字方针。八机部陈国华

工作组到彭县调查时，也要求锦江厂“执行六字方针在关口以内寻找新址”。李维先工作组在和地方政府的人员共同踏勘关口以

12②访谈资料:潘祥鶤，2016 年 4 月 24 日；尹长耕，2016 年 4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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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军屯、庆兴、桂花、关口四地时，军屯、桂花两处就因不靠山被当场否决。
［15］29

最终的厂址关口砖瓦厂，虽出山口数公里，

但属于山地和平原的过渡带，可看作是六字方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所做的微调。因此，除了个别工厂的局部微调外，三线企业

的选址基本都遵循了“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

在选址问题上，中央部门和三线企业是博弈的两大主体，两者采用了不同的行动策略，各自的关注重点也不一样。中央部

门重点考虑的是备战，兼及生产；而三线企业主要关注的是生产，兼及生活。在紧张的国际形势背景下，中央部门在实施三线

建设计划时，首要考虑的就是布局要符合战备要求，要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在符合战备要求的前提下，再

考虑选址是否有利于企业生产。而三线企业作为一个生产组织，自然首先会关注选址是否便于其正常生产，是否具有经济效益。

锦江厂人认为梅子岭厂址不适合建厂的主要理由就是:“空气湿度太大保证不了产品质量，车间支离破碎不利于生产调度管理，

造成的往复运输既浪费投资又加大生产成本。”
［15］29

企业职工也会为建厂之后他们的生活考虑，正如有的领导坦言，“工厂今后将

发展到 1500 名职工，加上家属不会低于 2000 人，我们也不能不为这些人今后的衣、食、住、行是否方便考虑”，
［16］16

锦江厂职

工反对梅子岭厂址，理由之一便是“影响职工身体健康”，
［16］16

“职工生活环境太差”。
［15］29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与中央、地方关系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通过本案例可以发现，中央部门(如八机部)、地方政府(如四川省)、三线企业(如“三江厂”)都参与到三线建设的选址中，并

形成相互之间的关系，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大三线企业的职工为变更厂址所采取的各种行动，对选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不过，三线企业隶属于中央各部委，它们是国家计划的执行者，尽管可以反映一些具体的意见，但这些意见仅供上级部门参考，

在选址等问题上并无自主权。
［2］184

而中央是国家建设计划的制定者和决策者，因此在三线企业选址问题上，中央部门拥有决定权，

发挥着主导作用。地方政府也参与选址和建设，但更多地起协调和辅助作用。“地方党委政府不必要也无权进行项目的规划、设

计与审批；需要做的工作是在中央的决策部署与规划设计下，进行辅助性的工作，以执行好中央决策。”
［19］

可见，在计划经济体

制下的三线建设时期，中央部门是选址与建设的决策者，拥有决定权；地方政府是建设的参与者，仅起着协调、辅助作用；三

线企业是被管理者，没有自主权。三者相互间的关系与作用，正是条块分割、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的反映。

改革开放以后，企业与中央、地方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三者各自的地位与作用也有所变化。胡悦晗曾以中部地区两个三

线工厂为例，考察了三线调整改造阶段工厂迁入城市的问题。他研究发现，随着国家权力的收缩，企业与地方政府均成为具有

明确利益目标的功能主体，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而言，企业的自主权开始增大，而地方政府也拥有了干预企业的能力。
［20］

类似

研究多集中于改革开放时期，本文对三线建设时期企业与国家、地方关系及作用的探讨，希冀能为计划经济时期相关问题的研

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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